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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陈玉生

摘要：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

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
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
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

【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
法，对广州市某区２０１３年１ － ３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
２０９１起事件进行研究。

【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
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
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
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
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
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

【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
“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
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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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国家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治理的领域、范围和程度，既考验国家治理
体系，也考验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治理什么”角度评估国家治理
（服务型政府）能力和效能。

!

　 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以应对海量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是创新基层治
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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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是如何治理的，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提供了
考察该问题的思路。黄宗智（２００８）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一个近乎自我
管理的道德社会”，“国家制度将‘细事’当作应由社会自己解决的事务”。从
逻辑上看，日常社会事务具有琐碎性和日常性，前者要求治理的精细、精准化，
后者要求治理的常规、常态化。本文采取“谁在治理” “如何治理” “治理什
么”三重视角考察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现象后发现，国家通过创新
网格员服务形式和建立精致的科层组织，直接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和社会领域，
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些“细事”进行处理。这些“细事”比黄宗智所述“细
事”更微不足道，包括大量非人为的自然损毁现象，大大超出了规范秩序和文
化整合的范畴，属于“社会修复”的范畴。

本文围绕两个经验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国家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特征是
什么？从“谁在治理”“如何治理”“治理什么”视角来看，其特征为“科层化
精细治理”。二是国家基层治理为何采取“科层化精细治理”？从“谁在治理”
“如何治理”视角看，其原因是为了改革基层“官进民退”治理体制；从“治
理什么”视角来看，其原因是为了应对“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两个问题
探究形成本文中心命题：具有“科层化精细治理”特征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国
家改革基层“官进民退”治理体制以及弥补“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的一项
制度安排。该命题表明，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双重逻辑
效应。反过来看，本文正是通过“治理什么”视角，才观察到社会发展逻辑与
国家治理逻辑的交互作用之处，才探究到该命题。因为，追问“治理什么”既
要讲说治理，又要讲说社会，必然关联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

本文在内容安排上，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当前国家治理研究具有明显
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取向，即侧重“谁在治理”“如何治理”两大视域，从而
疏忽了对“治理什么”的探究。其次，通过转换视角，本文考察国家基层治
理体制、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类治理体系问题的同时，还考察国家嵌入社会的
程度和领域。这有助于认识到我国当前基层治理重心下移，不仅是治理体系
下移，更是治理事务延伸，进而更好地剖析清楚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的
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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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当前，不少有影响力的国家治理研究侧重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组织体系
和运行机制，试图构建一种形式逻辑来定义和描述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形态。
例如，狄金华、钟涨宝（２０１４）认为，对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从注重
“谁在治理”转向凸显“如何治理”，形成从研究主体到研究规则的转向。这种
“治理体系”研究取向难免疏忽对“治理什么”的研究，导致丰富性的国家治
理经验与取向性的研究视域同时并存。总体而言，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取了两
种经验视域和四种理论范式。

第一种经验视域是国家行政体制。该视域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领域为国家行
政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处理，试图探究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逻辑，当然
也包括关切其间的自然人、部门、单位、非正式群体等主体的行为逻辑和策略。
这些领域和主题及其相应的经验现象研究，形成了两大主要理论范式，韦伯的
科层制是其中之一。像锦标赛体制（周飞舟，２００９）、官吏分途、层级分流
（周黎安，２０１６）、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曹正汉，２０１１）等理论范畴，虽然看
起来与韦伯的科层制有些大异其趣，但彼此间具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实为
科层制理想类型的演绎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现象的抽象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过，
许多研究者不满足于此，他们研究发现了国家治理中包含着运动式治理（冯仕
政，２０１１；周雪光，２０１２）、项目制（渠敬东，２０１２）、行政发包制（周黎安，
２０１４）等治理体制和逻辑。这类理论范畴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科层制概念痕迹，
但对其偏离也非常明显，包括从组织体系偏向运行机制，侧重强调治理手段和
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治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理论取向。
技术治理由于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和福柯思想渊源，其标签功能似乎
不是那么明显。

第二种经验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第一种视域侧重国家行政体制不
同，该视域研究者关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于居民行为模式的构建和社会秩序
的生产作用，以及关切社会活力和国家嵌入社会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包
括关切其间的自然人、部门、单位、非正式群体等主体的行为逻辑和策略。该
视域研究形成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参与”两种分析范式。前者侧重国家对
社会的作为，形成了汲取型和悬浮型政权（周飞舟，２００６）、维控型政权（欧
阳静，２０１１）等理论范畴；后者侧重社会力量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形成
了参与式治理（Ｐａｔｅｍａｎ，１９７０；王敬尧，２００６）、第三领域和简约治理（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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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２００８、２０１９）等理论范畴。虽然社会整合范式触及到“治理什么”，例如，
“吸纳型治理”范畴强调国家对社会人财物力的汲取，但其分析的重心仍然放在
国家治理能力上，并没有对治理（吸纳）内容的属性进行本体创新。

显然，上述理论范畴每一个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在其适用的范围内
具有明显的话语效力，奠定了认识中国国家治理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对
此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何融贯两大视域和四大范式，以便更加系统地
描绘国家治理体制；体制分析偏好忽略了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趋势，在辨析
清楚既有国家治理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容易忽略研究的经验现象本身、历史的发
展逻辑和国家治理的目标旨趣；诸多研究范式背后的认识论和价值论之间存在
差异。很显然，切割出来的历史个体所处的历史处境及其发展趋势，与通过该
历史个体抽象出的理想类型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如果假定国家治理的体制机
制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趋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是什么呢？本
文就此做一个尝试，将治理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联结起来研究。

三、经验证据与理论范式

一般而言，研究基层治理是准确地认识基层社会变迁的关键，是理解国家
治理形态的基础。当前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已普遍适用且常规运作，本文以此
为切入点探究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广州市某区２０１３年１ － ３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
２０９１起事件进行研究。这些信息资料非常清晰地记载了网格员登记处理事务的
事件名称、事件发生的详细地址、事件处理等级、事件来源、事件分类、事件
级别、事件紧急程度、事件描述、事件涉及人、事件登记机构、事件发生时间、
登记时间、预计完成时间、调度时间、处理时间、回访时间等信息。首先，本
文采取定量内容分析法，对这些信息内容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将事件分为三
大类。一是行为秩序修复类，包括非法经营类（走鬼、乱摆卖、占道经营、非
法加工作坊），乱停放类（乱堆放、乱摆放、乱挂），乱张贴类，宠物管理类，
纠纷调处类（邻里纠纷、租赁纠纷、家庭纠纷）；二是特殊群体服务类，包括计
生服务管理，老年人服务管理，残疾人服务管理，青少年服务管理，流浪乞讨
人员服务管理，咨询代办心理辅导；三是物理空间维护类，包括乱张贴清理类
（乱张贴、乱贴广告），卫生环境类（环卫保洁、乱扔垃圾、垃圾清理），物业
维修类，市政工程和管理类，安全管理类。其次，本文采取定性内容分析法，
对上述信息资料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内容、２０１２年广州市萝岗区某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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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调查资料等进行研究。
那么，如何分析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并将治理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

结合起来研究呢？黄宗智的理论为此准备了分析框架。黄宗智（２００８）通过历
史档案资料研究指称，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
主的半正式的行政方法，并将其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的理论表明，
集权的简约治理支撑了中国庞大的第三领域。第三领域“既非简单的国家正式
体系，也非简单的社会／民间非正式体系，而是在两者互动合一的过程中所形成
的中间领域，具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形式”（黄宗智，２０１９）。黄宗智提供了分析
治理体系的三大范式：国家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民间非正式体系。集权的简
约治理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高度集权，二是基层治理极其“简约”。国家将村
社的大部分事务，包括纠纷，认定为“细事”。县政府除了征收一定的税额之
外，尽可能避免介入村庄事务（黄宗智，２０１９）。在这里，国家、第三领域、民
间等概念表达的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对应“谁来治理”；正式体系、非正式体
系、集权、简约等概念表达的是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对应“怎么治
理”；简约、细事等概念表达的是治理的对象和内容特征，对应“治理什么”。

需要提及的是，黄宗智引入“细事”概念，并非要给事关“治理什么”的
治理内容予以定性和本体创新，而是以之作为描述“简约”范畴的一个维度或
特征。同样，“简约”概念主要在于表征国家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简约：如国家不
介入民间纠纷等细事，皇权止于县，国家通过第三领域（士绅、幕友、长随、
保甲等）治理民间社会，第三领域主体不领国家俸禄、由民间推举产生等。但
是，黄宗智引入的“细事”概念为本文研究“治理什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
验分析线索。本文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线索，表征当前我国基
层治理中的“细事”以及围绕这些细事展开的治理逻辑。

四、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特征描述

这部分从“谁在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三大视角，以黄宗智“集
权的简约治理”为理论范式，研究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现象及其
特征。

（一）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处理事务的特征分析

资料显示，网格化服务管理所处理的事务比黄宗智简约治理所处理的“细
事”还要细微。那么，什么是基层治理中的“细事”？黄宗智提出了两项关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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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是指称“有关土地、债务、继承和婚姻（以及老人赡养）的纠纷都是
‘细’微的、相对不重要的事情”（黄宗智，２００８）；二是指称“国家将村社的
大部分事务，包括纠纷，认定为‘细事’。县政府除了征收一定的税额之外，尽
可能避免介入村庄事务” （黄宗智，２０１９）。可见，除刑事、赋役这类事务外，
基层民间事务大部分都是细事。本文以此为标准，评判网格化服务管理处理事
务的特性。

这些“细事”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怎么定性的呢？在２０９１起事件中，事件
级别被定为“一般事件”占８３ ８％，“普通事件”占１５ ６％，“重大事件”只
占０ ６％；“一般”紧急事件占总体的７６ １％，“不紧急”事件占２１ ８％，“紧
急”事件只占２ １％。

这些“细事”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对此，通过一些样本信息定性分析可直
观表明。比如，“惠福西路１８ － ２０号下水道堵塞，居民出入十分不方便”被定
为重大事件和紧急事件；“仓库未配置灭火器”被定为紧急事件，但属于一般事
件；“巡查时发现内街道凹凸不平，对行人和老人家造成不便”；“群众反映路灯
不亮”则被定为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皆为一般事件。此外，如“垃圾桶乱摆放”
“天气寒冷，社区探望独居老人”“自行车乱停放占道”“居民衣服乱挂，影响
市容环境”“楼道有积水，影响居民出行”等非常日常的琐事也被登记。

这些“细事”包括哪些类型呢？在２０９１ 起事件中，卫生环境管理占
２５ ０１％，乱堆乱停、乱拉乱挂占１８ １３％，乱摆卖、占道经营占９ ９５％，物业
维修占９ ３３％，乱张贴及清理占８ ８％，邻里、租赁、家庭、邻居纠纷占
４ ４％，特殊群体服务和计生服务占４ １６％，安全管理占２ ８７％，宠物管理占
１ ９６％，剩下的其他类型事件约占６ ９３％。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宗智所述简约
治理中被界定为“细事”的纠纷事件，在样本中不仅占比小，而且是一些更细
微的纠纷。

这些“细事”总体规模如何呢？据报道，自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
广州市１４９４个社区全覆盖开展了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网格员共上报网格
事件５２０ ５万件，办结５０２ ８万件，办结率达到了９６ ６％。①

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事件相比黄宗智所述“细事”还更为细微和不重要。
这些事件总量巨大，涉及日常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谓随时随地发生，具有
日常性、多元性、非规则性。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重大事件和紧急事件，绝
大部分为一般事件；而且环境卫生事件占比最大，达到１ ／ ４。相对而言，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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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政治制度、法律秩序等宏大叙事很难联系到一起，但是已经被纳入到国家
治理的范畴。可见，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深进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在基层社会失序部分、脆弱部分和风险部分，已经形成了非常精细的
管理和国家权力渗透，其日常生活事务处理呈现国家化。我们将这类治理称为
精细治理。

（二）科层化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组织结构的特征分析

“谁在治理”基层社会中的“细事”？黄宗智（２００８）非常明确地指出，简
约治理中民事纠纷这类“细事”国家不管，由诸如乡保、乡地、村长等“准官
员”构成的第三领域管理。但是，国家不给“准官员”发薪水，不委任，由社
区提名，县令确认，避免将村政权科层化。此外，县令，作为正式科层制的代
表，只有在不介入便无法解决纠纷时，或者遇到针对吏役滥用权力的控诉时，
才会介入。一旦介入，县令接下来便按照他处理细事案件的方式，解决纠纷，
处理控告。这同样也是简约主义的行政。可见，“简约治理”中民间社会“细
事”的主要处理者是第三领域主体，他们因为“国家不发薪水，也不委任，由
社区提名”而被认为在正式科层制之外。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细事”谁在治理？在２０９１起公共事件中，网格处
理、社区处理、街道处理、区市处理的分别占７３ ６％、１９ ５％、６ ４％、
０ ５％。可见，绝大部分事件在网格和社区层面办结，许多事务实际上由网格员
直接处理，尤其是大量环境卫生事件。

网格工作人员结构如何呢？根据《花都区全面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实
施方案》，整合到网格员队伍的各类人员包括社区工作人员、村委会干部、经济
社社长、村民小组组长以及出租屋管理员、计生协管员、城管协管员、食药监
协管员、治安管理员等。这些被整合的网格员，许多为基层治理的老班底，有
本职工作要承担。但是，广州市按照“１ ＋ Ｘ、１格１长、１格多员”的模式，采
取专职和兼职两种方式，要求在每个基础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人数不够
的则公开招聘人员补充。截至２０２０年，广州市组建成３万名网格员队伍。

网格员如何组织的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出台的《广州市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工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定，“原则上按照每２００户划
分一个基础网格，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实现社区无缝对接”，并要
求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治安管理等事务纳入网格。
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出了这样的网格设置模式：做到“人进户、户进
房、房进楼、楼进格、格进社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网格，将任务落实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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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将问题尽量解决在网格，形成“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格
中”的服务管理模式。该区政府在２０１１年６月的工作报告中称，“把社区办理
老人证、计生证、失业证等１０大项７８小项社会服务内容，以及公共设施、市
容环境等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共１２大项１２１小项管理事务全部入‘格’”；此后，
在２０１３年７月的工作总结中称，“把智慧党建、电子政府、居民自治、机团共
建、家庭服务等工作纳入网格，探索出‘五位一体’的网格化模式”。至２０２０
年，广州全市划分了１９５００多个网格。总体而言，网格比楼大，比社区小，几
乎覆盖到全部基层公共空间。

为了规范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２０１５年以来，广州市以市政府、市社区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先后出台《广州市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入格事项管理
试行办法》《广州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专项工作会议制
度》《广州市关于整合街（镇）聘用人员队伍组建专职网格员队伍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此外，还出台了《社区基础网格划分工作指引》 《社区基础网格信息
册》《社区基础网格图册》等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网格化管理的组织结
构、薪酬制度、劳动分工、工作流程、工作纪律等。

可见，与黄宗智阐述的简约治理避免将村政权科层化模式不同，一是网格
员基本都是政府聘用的授薪人员，包括街镇聘用的老班底和新聘人员；二是网
格员虽然不是政府公务员，但均按照正式制度规定代理行使国家基层治理职权；
三是网格化服务管理既是基层治理体制，又是治理机制，具有非常明显的层级
控制和职能分工等“科层制”特征。我们将这类治理称为科层化治理。

综上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少有两个特征：一是国家介入基层社会从事
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一些“细事”，实为精细治理；二是国家建立了精致的科层组
织，直接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领域开展精细治理，实为科层化治理。
综合而言，网格化服务管理属于科层化精细治理。

实际上，基层治理单元并不止步于以楼、街、巷等为单位构成的基础网格，
出租屋管理能说明这点。对于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作用越
来越有限。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以屋管人。以屋管人
采取属地管理模式，首先要管住住屋，通过管理不动的房屋来管住流动的人。
基层政府直接聘用大量出租屋管理员从事这项工作。这形成了与户籍管理制度
相对应的出租屋管理制度。以屋管人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对辖区内房屋进行编号，
登记屋主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资料；通过屋主反映和出租屋管理员巡逻等方
式，登记居住者的职业、电话等信息资料，将房屋信息与人口信息紧密联系起
来。出租屋管理是精细化的，对于减少治安犯罪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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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存在隐患和风险的地方加强了渗透。可见，出租屋管理比网
格化服务管理的基础单位更为细密，同样属于科层化精细治理。

五、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治理逻辑分析

那么，国家基层治理为何走向科层化精细治理呢？下文以广州市基层治理
的一些重要改革为线索展开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区制替代单位制，人们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国家
通过社区制来整合社会、重塑社会秩序的努力越发明显。各职能部门越来越倚
重社区，社区制也因此越发受国家重视。随着国家职能不断延伸到社区，“进”
社区的事务名目繁多且层出不穷，诸如“法制进社区”“科技进社区”“安全文
明进社区”等，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统称为“村居委”）工作
人员甚至因此出现“新政策忧虑症”。村居委对上级政府部门颁布新法规、实施
新政策、增加新部门等举动，非常敏感和忧虑，因为这意味着又有新的事务或
新的职能延伸到社区。基层村居委被认为承担了过多行政职能而偏离了服务居
民的本职职能。

为此，两个基层治理问题被提上议程：一是村居委自治功能受到行政职能
的挤压，二是基层条块分离导致基层治理出现越位错位缺位。为应对这两大问
题，基层治理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如政社分离、政经分离、权力清单制度、
议行分设、大部制、“一大队三中心”等，其主要目的是为基层村居委减负，为
基层行政体制瘦身。这些改革，在意图上要推进基层简约治理，但在事实上却
导致“官进民退”。

（一）村居委体制与职能分离的改革

２０００年前后，人们依据村居委组织法，提出基层村居委要加强自治功能。
大概有三项改革举措：一是体制上搞“议行分设”，即基层设立社区工作站，专
门承办行政事务，村居委剥离行政职能，专务自治事务，以便在体制上彻底解
决村居委政社不分的问题。二是机制上搞政府向村居委“购买服务”，即各部门
的行政性事务要通过村居委进社区，就要付费。三是利益关系上将股份合作社
从村居委剥离出去，实现“政经分离”，让村居委少受集体利益牵制，安心搞自
治，搞社区服务。三种改革举措的原初目的是限制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对村居
委的影响，但在改革手段上通过创新基层科层制组织体系，使得国家权力直接
插入到社会肌体中，结果导致基层治理“官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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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措施其实没有抓住问题本质，显得有点为村居委自治而自治。比如，
“政经分离”后，村居委手里没了自己的钱，办事更难，加上清水衙门，缺乏激
励，办事动力下降，以致有些村居委没人参选。“议行分设”后，大部分社区公
共事务由国家处理，让村居委找自治性事务，留下空间很小，加上积极性又不
高，村居委加强自治职能更是难上加难。“购买服务”后，村居委往往盯着政府
部门的项目，更不能安心搞自治服务。

为何村居民选举产生的村居委不能专心搞自治服务呢？经济社会发展导致
选民与村居委之间的利益关系弱化，村居委选举成立变成传统，变成法定任务，
居民重视不够，民主和选举的本意难以真正实现，居民参与也陷入困境。结果，
基层选举中国家干预加强，居民实质参与减弱，最后只能走走过场，搞搞形式。
村居委自治搞不好，居民有事还是找政府，政府最后也只好管起来，把底兜好。
但是，政府职能部门要回应居民需求，最后还是找村居委，村居委也就只好承
接政府职能，自治职能逐渐丧失。这形成一个困局。当前，基层治理提出并实
施党支部、村居委、经济合作社等基层组织领导一肩挑的方案，基层村居委体
制职能分离改革被扬弃。

（二）条块体制与职能综合的改革

为解决基层治理条块分割问题，各地探索基层大部制改革，走治理职能
“综合”的道路。２０１１年６月，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
进街道、社区管理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提出要在基层街镇搞“一队三中心”
建设，将街道各职能部门重新调整，分别纳入综合执法队、政务服务中心、家
庭综合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从名称可知，“一队三中心”四大部门按
照功能主义原则设置，综合了原来分散于各部门的约５４个职能或机构，分别归
口到执法、治安、政务服务、社会服务四大综合治理部门。为此，广州市某区
区委２０１１年６月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 “探索推行
‘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的管理模式和‘前店后厂’的服务模式，实现
了多个部门的资源整合和数十项业务的归整办理，街道编外人员精简幅度达
３２％，较好化解了基层社区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端”。为此，该区
计划下一步工作要“全面清理优化编外人员队伍，核定编制外合同制人员配备
标准，解决编外人员管理中存在的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力量分散、同工不同
酬等问题，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改革直面条块体制的弊端，但遇到许多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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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层人员编制不足。在上述街道承担公共事务的岗位编制人员中，
有公务员编制的街道办２１人、执法队１１人，事业编１９人，雇员（含党建）４６
人，临聘人员３３１人，此外还有派出所辅警、社区联防队员和治安员、企业保
安等。政府通过购买岗位服务方式聘用的编外人员是行政事业编制人员的许多
倍。即使如此，不管是街道部门工作人员还是村居委工作人员，受访时普遍强
烈反映工作量大，认为上级政府只下沉事务和责任，执法权、行政权、经费、
人员编制却没下沉。

第二，上级条线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抓手不足。如上，基层对上级政府只下
沉事务和责任意见很大，但又难以推托，惯用手法就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办理，
比如人手不够。有些理由是实情，有些是借口。对基层推托、拖延现象，政府
各职能部门惯用的手段就是在基层安排自己的办事人员，搞平台建设，搞阵地
建设，采取的具体办法主要就是购买岗位服务。对上级政府部门而言，在下面
安排了自己的人员，工作才有“抓手”。公务员编制的压力指向编制办，由于国
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公务员编制很难增加，各职能部门只好退而求其次，购
买岗位服务，这样压力就转向了财政部门。基层治理遇到体制障碍时，通过财
政资金解决问题是管用的手段。可见，上级部门控制权力的逻辑和下级条块反
控制权力的逻辑强化了基层治理中对权力和财政的需求。

第三，综合治理能力不足。尚且不说各职能部门对综合职能改革的阻力有
多大，单就改革后，招聘到具有基层综合治理能力的岗位制人员，就是一个非
常现实的大难题。比如，综合执法人才问题，原来基层执法队伍最少包括计划
生育执法、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城市管理执法、劳动监察执法等队伍，各队伍
下面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城管执法包括违法建设执法、国土资源执法、无
证经营执法、食品卫生执法、环境卫生执法、文化稽查执法等。以前执法专业
分工很明细，每个人从事一小块业务，现在搞综合治理了，但在业务上能够开
展各种执法活动，能够胜任如此综合执法工作的人才非常少。广州市某街道调
查资料显示，综合执法只能在管理上搞执法队伍整合，也就是搞搞合署办公，
而执法职能难以综合。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代，综合治理面临困境。岗
位制也一样面临困境，比如，临聘人员本身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执法权力，
只能在政府授权范围内行事，而基层政府并不能随意授予他人行政权力，即国
家权力不能私相授受。临聘人员处理事情时，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公务人员参与，
临聘人员权能受限导致困境。所以，岗位制和综合治理，还要解决人力资源和
职权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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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解决基层治理条块分割问题的职能综合改革看，不管基层政府职能部
门还是村居委，伴随着事权下沉，均表现出对人力、财力、权力下沉的需求。
这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

（三）“一治于网”体制与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

继村居委体制改革和基层治理职能综合改革之后，广州市创新实施网格化
服务管理。网格化服务管理被认为恰好可用于克服公共服务体制中层级控制太
多、职能交叉和管理过于碎片化等弊端（竺乾威，２０１２）。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内
容上细致化，机制上精致化，追求“精”“细”治理。“精”要求在服务管理的
组织、队伍、信息、制度、区划上统一，打破分割分化、多头投入等粗放式管
理状态，瞄准的是公共服务效率。“细”体现在服务管理的具体事务要满足多元
社会需求，无缝隙社会管理。以“精”为导向，促成“一治于网”体制；以
“细”为导向，促成甄别基层治理事务的空间地理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
运用。

首先，关于“一治于网”体制，《方案》中确定的广州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总
体目标做了最好的说明：“按照‘一个组织架构、一张基础网格、一支网格队
伍、一套信息系统、一套管理制度’的基本构架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
效于民’的基本思路，以网格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依托，以制度为保障，打破
条块分割，消除信息孤岛，推动城市治理架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重
塑城市服务管理体制，再造业务流程，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
隙’的‘大城市、小网格’服务管理网络，打造好联络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百米’。”

其次，关于信息技术对于职能综合与事务综合的运用，《方案》将“建立一
套共享的信息系统”“建立全市统一的网格化服务应用系统”“整合全市现有的
信息应用系统”作为推动工作的主要任务。也即，创新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合各级、各部门分割的信息网络，建立“一套信息系统”。
《方案》要求打破信息孤岛，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互联互通、融合共
享的基础信息数据库，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要求统一采
集、动态管理，各级各部门不得重复采集；对各级各部门现有的分散分割的信
息系统进行整合。

可见，“一治于网”首先是基层治理的人、财、物力等重新“织网”。一是
空间织网，将大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网格，网格中发生的事情，即将那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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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纳入到信息系统。二是处理空间事务的主体织网，对于网格员提交了信息
但没能处理的事务，由信息平台整合的相关责任主体跟进处理。三是从事空间
治理事务的人员织网，将原基层治理中的村居委工作人员、出租屋管理人员、
新聘用人员等，充实到网格中，并在网格中收集信息和处理事务。四是对网格
员无能无权处理的事务，通过网格员提交信息指令，让有权能者处理，这就解
决了上述综合治理的权能难题。

那么，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否超越了科层制呢？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网格地
理技术划分网格，将各政府职能集聚到网格地理空间；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各部
门信息共享，打破各部门隔阂；通过建立纵向的监督和指挥层级结构，从而实
现层级控制。这貌似打破了层级与部门壁垒，但其本质是将无缝隙的政府治理
模式（治理主体的衔接）和无空隙的空间治理模式（治理区域的衔接）在更为
强大的科层制组织下得以实现。与生产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从事产品生产一样，
网格员在整个城市空间的某个网格中，按流程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采集信息、
提供服务、执行政策等，从事规则性劳动。倘若没有强大的科层制加以保障，
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出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精细治理不可想象。

网格化服务管理反映了基层治理体制科层化趋势加强。“一治于网”体制是
典型的国家科层制权力网络，取代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第三领域、权力的动员
网络，超越了单位制、社区工作站、“一大队三中心”等体制，实现了国家科层
组织体系向下延伸并直插基层的社会肌体，直接面对和回应基层社会事务与居
民个体需求。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并没有超越科层制，而是国家科层制在城
市空间网格中的延伸和适用。李强、葛天任（２０１３）指出，议行分设的制度设
计和网格化管理方式，从本质上看，是向传统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某种程度
上的复归。时至今日，国家已经发展出能够直接回应公众个人或社会群体诉求
的责任体系，发展出直接回应居民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服务管理机制，而不
需要像以往那样透过保甲制、单位制、社区制等权力的文化网络或第三领域这
些中间环节。

综上，议行分设、基层大部制、网格化服务管理在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同
时，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
一方面，基层治理事务远远超出了以纠纷解决为主的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事务范
围，像专业化的社工服务都已经被纳入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领域，还有更
为细致的老人照料服务等，这类事务在传统中国社会，基本是社会自治的事情；
另一方面，像网格和“一队三中心”组织体系，不管作为正式官僚体系或非正
式官僚体系，都不再简约，而是相当庞大的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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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层治理中的“社会修复”：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社会逻辑分析

从上可见，从“治理什么”角度看，科层化精细治理直面基层社会发生的
“细事”。那么，国家为何要建立精致的科层制组织直接介入基层社会的“细
事”？下面将治理逻辑与社会逻辑结合起来分析。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分析范式，
一是秩序模式，关注行为关系，试图通过规范来调节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实
现教义、道德或者法律规范下的社会有序化；二是整合模式，关注社会系统的
基本组织机制，怀着对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想象，试图在现代社会重新建设凝聚
群体生活的家园，以应对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分化力量，防止社会碎片化。张静
提出的公共制度设计，是典型的秩序模式；李强提出的职业共同体设计，是典
型的整合模式。但是，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主要特征既不是规范行为，也不
是凝聚群体，而在于处理“细事”。郑杭生、郭星华（１９９２）认为，中国是一
个成熟度很高的传统社会，其中一个成熟性标志就是良好的调节功能和修复机
制。也即，成熟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良好的修复机制，社会修复能力强。
本文将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秩序模式定义为“社会修复模式”。本文发现，
国家建立精致的科层制组织直接介入基层社会的“细事”，就是在基层直接从事
“社会修复”。

（一）社会秩序模式

以张静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张静（１９９９）研究了“在低度稳定的结构中，
基层社会的秩序为什么仍然得到延续”这一问题。张静认为，掌握田地和人丁
资料的团体或组织便担当起了记录的重任，而这种任务显然非基层莫属，这使
得国家依靠基层。同时，基层通过“报户”而控制税、赋、役、捐、免的权力，
所以，“掌握户口及其实际意义者，基层是也”。在理论上，公共领域的法规存
在并适用的范围更大，但在乡村实践中，不存在一种超越乡规民约范围之外的
公共领域，因为前者通常不能废除后者，也不能取代后者的执行组织自行发挥
作用。乡规民约准则是首先或至上的，在村庄建制之内，甚至具有法律效力的
公证文书也难以越过乡规民约以及起到个体所需的保护作用。进而，乡规民约
所代表的社会建制又反过来强化村庄组织的权威（张静，２０００）。张静从乡规民
约等村庄秩序具有至上性而免遭国家权力和法律秩序渗透来说明其得以延续的
原因。

那么，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呢？张静（２０１３）认为： “这些问题源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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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信息和职能的分割体系，它们在效果上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公众对公共制
度的依靠、使用和有效连接，造成的后果是政治性的：公共组织的内聚力弱，
其获得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因为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缺少关系。”
一个衡量治理品质的重要指标，就是社会成员与公共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便易及
有效之连接渠道。张静因此提出链接个体与公共制度，用公共制度来解决公民
个体需求问题的方案。

（二）社会整合模式

以李强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李强（２００６）指出，仅自１９７９年起至１９９９
年８月底止，除新宪法外，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通过了２５３件法律、１０６
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８００多件行政法规，各省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或批准了７０００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发布了３
万多件规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最高立法机关平均每１３天就“生产”
出一部法律，国务院平均每６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规。面对如此多的法律法
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够全面了解和适应。从如此大量的立
法到这些法律法规变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之间，当然需要一个较长
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社会失范”得以滋生和泛滥。这段话可
以证明，李强并不赞同公共制度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或者起码认为当前中国
还不是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制度不可谓不多，但短时间内普通百姓难
以了解，也就很难以公共制度团结与整合社会。谢遐龄（２０１４）也认为当前中
国“理性的制度、治理体系不适合于伦理性的社会结构”。

李强用社区碎片化、社会解组等概念描述我国社会秩序的状况，并且在考
察了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思想后，提出培养职业共同体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
合基础。涂尔干指出，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
创造出有机团结；格鲁斯基与索伦森同意涂尔干所说的，职业共同体的思路可
以成为社会分析、阶级分析中的第三条道路（李强，２００６；李强、葛天任，
２０１３）。渠敬东（２０１４）分析了涂尔干职业群体理论，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解决现代社会失范问题的路径，将国家政治安置在职业伦理和公
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李强同时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像家庭等“小圈子
社会”是最具生命力的社会共同体，而中国社会的职业共同体的特征也是这种
小圈子、熟人关系，符合小圈子社会的原理。也就是说，在中国新建职业共同
体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是有文化传统基础的。

综上，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有两种，一种主张建立普遍意义的公共制度关
系，强调利益整合和社会制度秩序重建，这属于韦伯主义；另一种主张建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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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代特征但仍然保留传统文化基础的职业共同体，强调文化整合和重塑社会整
合系统，这属于涂尔干主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主张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制度
和组织体系层面解决问题，从事社会秩序的理论规划工程，皆追求普遍治理逻辑。

（三）社会修复模式

倘若一个国家公共制度和社会团结机制都难以真正奏效，是否存在隐秘的
第三种机制发挥作用呢？网格化服务管理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首先，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否有利于建立起公共制度，是否有助于共同体的
产生？网格化虽然建立了居民与政府的连接渠道，以及在比社区更小的范围划
分网格，但是，从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看到，这种治理主要是网格员对社
会信息的收集及部分社会问题的处理，既没有以建立公共制度为目的，也没有
以重塑新的社会团结模式为目的。通过统计２０９１起公共事件的来源发现，日常
巡查的事件数量有１６４２起，占样本的７８ ５％；群众反映和信访的事件数量分别
是３５１起和１５起，分别占样本的１６ ８％和０ ７％；其他来源的事件有８３起，
占样本的４％。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公共事件大部分产生于日常巡查，群
众反映和信访只占很少部分。可见，公共事务的来源渠道主要是公共组织本身，
而非与国家相对应的居民个体。这说明，要么公共制度渠道仍然不畅通，要么
居民对公共事务比较冷漠。笔者查看处理级别最高的１０起事件后发现，７起事
件是“树木生长旺盛影响生活” “白蚁蛀树”等非人为事件，剩下的３起是
“出租屋布置成宗教场所”和“店铺经营不当”事件。这类事件都是日常生活
事件。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日常生活秩序，但并没有直接重塑
社会公共关系和文化模式。同时，划分网格的依据主要是楼、街巷等管理空间
单位，不是文化单位，与共同体没有直接关联。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不在于
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所强调的重建社会秩序。

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在于修复社会秩序。研究结果表明，遭到破坏的社会
秩序可以分为制度规范、社会支持网络、物理空间秩序三类，其相应的修复机
制包括适用规范社会行为的管理机制、满足个体需求的服务机制及清除错乱现
象的维护机制。社会支持网络在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强调的是提供多元化
的专业服务，因此其适用满足个体需求的服务机制；制度规范在于纠正制止失
范行为，减少越轨行为发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其适用规范社会行为
的管理机制；物理空间秩序不是针对特定人的行为纠正和服务需求，而是满足
某些公共事务的需求和物理世界的维护，因此其适用清除错乱现象的维护机制。
这些机制都是社会修复机制。比如，样本数据中事关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事件，
来源于日常巡查的事件有１４０起，占比为４０ ７％；来源于群众反映的有１３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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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３８ １％，两者占的比例大致相当，因为这些事件主要是提供服务方面的，
满足特定个体的需求。网格化处理事件涉及的制度规范、社会支持网络、物理
空间秩序破坏都属于日常社会生活内容。显然，国家单方面介入基层公共领域，
甄别公共事务，其精细化程度甚至超出了居民的需求，许多居民需要的、想到
的，政府提供了；许多居民不需要的、没想到的，政府也提供了。综上可见，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应对基层社会秩序自我修复的制度设计。

那么，何为社会修复？社会修复是指有意识地对被破坏了的、影响到人们
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修补恢复以满足人们正常生活需要的社
会活动过程。调查资料显示，社会秩序的日常破坏包括矛盾纠纷、特殊群体需
求得不到满足、非法经营行为、乱停乱放行为、宠物伤人、宠物随地大小便、
乱张贴行为、乱扔垃圾、公共设施和楼宇设施损坏、消防安全隐患等。从内涵
上看，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整合模式一样，属于社会秩序范畴。但是，从概
念外延而言，社会修复范围既包括秩序模式中规范出问题，以及整合模式中社
会支持出问题的地方，如矛盾纠纷、特殊群体需求等；还包括物理空间损毁，
如道路老化破坏、绿化带杂草丛生等。秩序模式与整合模式主要侧重人际关系
和社会关系，修复模式还包括非社会关系层次，如社会脆弱部分、灾害应急部
分、风险社会部分等。毫无疑问，规范再完美、文化凝聚力再强，每天仍然有
大量社会破坏现象需要加以修复处理。因此，除了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维护、
文化团结机制维护之外，还需要日常社会修复。当然，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
整合模式必然存在关联性。

综上，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共同点就是重建社会秩序。修复模式不同，它
不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不考虑公共制度和社会整合组织体系重建问题，而
是以具体的日常生活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即时失序问题，包括社会脆弱、社
会错乱、社会风险等问题，致力于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污点、亏损、薄
弱部分，是一种人为恢复模式。修复模式实际上采取一种日常的积极姿态，在
社会秩序重建和社会整合模式重塑之前，为社会秩序做点什么，但它不是过渡
机制，而是常态机制。网格化服务管理属于修复模式，但本文提炼修复模式并
不是要鼓吹网格化服务管理，而是希望社会修复的理念能够扎根社会，让人们
知道哪些行为及如何行为是修复社会的，以利于形成保卫社会的日常行为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为探究基层日常社会事务如何治理，对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进行内容
分析后发现，一方面，网格化服务管理所处理的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比黄宗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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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细事”更加微不足道，国家介入基层社会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社会
修复”，社会出现非理性化破坏和失序时，国家以理性化方式努力修补；另一方
面，网格化服务管理和“一队三中心”体制创新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需要改革自
身各职能部门对基层社会的多头管理，试图通过整合资源，搞“综合”治理来
节约行政资源，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是国家“权力自我修正”的努力。
分析足以证明，在基层治理中，国家花费大量精力用于修复社会和适应社会，
以便保障社会发展和跟上社会变化；而变革社会秩序和整合社会在精力和效果
两方面都越来越弱。可见，基层治理超越了“集权的简约治理” （黄宗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开启了国家主导的“科层化精细治理”时代和“社会修复”时代。

有研究认为，网格化服务管理会导致社会“麦当劳化”和基层政权“内卷
化”（田毅鹏、薛文龙，２０１２）等问题。随着我国公共关系多元化，人们对政
府的依赖性将降低，自由度将增加，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也将减弱，为何又
出现国家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呢？在今天的城市社会，社区制显然难
以像单位制那样保障所辖区域居民的社会生活秩序，社会自身逐渐丧失“日常
社会修复”功能。社区制与单位制相比，社区村居委作为公共关系的代理人角
色相对退化，也没能担当管理居民个体的家长角色，其重要功能恰好是保障社
区成为自由个体的松散结合体，居民个体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实际上，
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降低了人们对社区的依赖性，社区制难以胜任社会需要，
国家介入社会修复成为必然。但是，科层化精细治理下的社会修复模式只是在
少数经济发达的区域得到实践，简约治理仍然是重要选择。同时，国家直接在
基层社会开展精细治理，并没有给其聘用人员赋予更多的政治权力，但却赋予
他们更重要的服务管理和秩序维护职责。这表明国家回归社会，扮演了服务社
会的后勤基础保障的角色，表现了国家权力积极的一面，同时，不可避免导致
日常生活“殖民化”。国家权力介入日常社会是社会自我失守的后果，是自由的
代价。但是，国家权力过于侵入社会基层，长此以往，社会的“殖民化”会越
来越严重，社会自我修复能力日渐式微，反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此，需要综合研究治理的简约与否与治理事务的简约与否之间的逻辑关
系，倡导社会自我的“日常社会修复”。任剑涛（２０１０）指出：“复杂的现代国
家结构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黄宗智（２００９）认为：“新时代对福利国家的需
求当然会使旧有的简约治理传统的部分内涵成为过时，但是简约主义中的半正式
行政方法以及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模式，也许仍然可能在中国起一定的作
用，在其追求自身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个角色。”如何将简约治理落到实
处呢？“日常社会修复”模式是对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的一种必要的和主要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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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是动态的常规性社会秩序维护机制，尤其是对社会脆弱部分，对社会良性
运行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社会机能都会衰弱，
比如，社会规范跟不上社会发展而出现社会失序，社会公共物理空间出现损毁
老化，部分社会群体生活生存出现困境，等等，都需要一种力量来补充和养护，
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当前一种社会治理理念追求依法治理，这当然非常
重要，但依法治理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秩序模式就会出现秩序不能解决的社会
问题，人们又怀念传统文化整合模式，陷入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非此即彼
的二元范式（狄金华、钟涨宝，２０１４；黄宗智２０１９）。并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
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法律规范建制、系统机制整合来应对和解决；而恰好
相反，社会每时每刻的运转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通常的应对办法是即时处理，
采取一种日常社会修复模式。日常社会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整合模式一样，
是以社会良性运行为取向，是避免社会恶性运行的机制。日常社会修复是理解
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重要范畴，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模式。

综上，国家权力越来越深入到基层治理体系和社会领域，国家建立了精致
的科层组织，直接介入人们日常生活领域。本文因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
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主要特征为“科层化精细治理”，国家购买网格员服务直接介
入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细事”；二是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细事”原本属于社会
自治领域，而当前国家在基层实施“科层化精细治理”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出现
了“官进民退”现象，也表明社会自身的传统“日常社会修复”功能出现了衰
退。总而概之，国家在基层实施“科层化精细治理”是改革基层“官进民退”
治理体制，以及弥补“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的一项制度安排。如何治理基
层日常社会事务，既要反思借助制度的社会秩序模式和借助文化的社会整合模
式，也要反思国家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社会修复”模式，重视和激发“日常
社会修复”模式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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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Ｙ． Ｐ． ，＆ Ｘｕｅ，Ｗ． Ｌ． （２０１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ｉｄ”Ｍｏｄ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３：２４ － 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敬尧（２００６）． 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Ｗａｎｇ，Ｊ． Ｒ． （２００６）．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遐龄（２０１４）． 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启示———从中国可能建立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角度看． 中共
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４：１７ － ２５．

３９

细事细治———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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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ｅ，Ｘ． Ｌ．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 Ｐ．

Ｃ，４：１７ － 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静（１９９９）． 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北大法学评论，１：４ － ４８．

Ｚｈａｎｇ，Ｊ． （１９９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４ － 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静（２０００）．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Ｚｈａｎｇ，Ｊ． （２０００） ．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静（２０１３）． 公众怎样依靠公共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１４ － １８．
Ｚｈａｎｇ，Ｊ．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１４ － 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杭生、郭星华（１９９２）．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浙江学刊，４：５１ － ５７．
Ｚｈｅｎｇ，Ｈ． Ｓ． ，＆ Ｇｕｏ，Ｘ． Ｈ．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５１ － 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飞舟（２００９）． 锦标赛体制． 社会学研究，３：５４ － ７７．
Ｚｈｏｕ，Ｆ． Ｚ．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４ －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飞舟（２００６）．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 社会
学研究，３：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Ｆ． Ｚ． （２００６）． Ｒｕｒａｌ Ｆｅ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４）． 行政发包制． 社会，６：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６：１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６）．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社会，１：３４ － ６４．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６）．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３４ － 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２）．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９：１０５ － １２５．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２），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９：１０５ － １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竺乾威（２０１２）． 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１ － ２１． 　
Ｚｈｕ，Ｑ． Ｗ． （２０１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Ｇｒ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ｍａｎ，Ｃ． （１９７０）．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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